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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句法关系的来源与功能12 
 

罗仁地 著 

杨旭 译；李姝姝、罗仁地 校 

 

0. 引言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 1节讨论交流的基本性质即示意和推理，以

及语言的本质是制约交流中的推测过程。第 2节中讨论句法关系的性

质，即句法关系是对指称和角色识别的推测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具体

到每个结构的。第 3节讨论在一些语言中，语言形式尤其是句法关系

是如何习俗化的（语法化或词汇化），即某种特定的标记或（共同）

指称模式在结构中不断重复，直到这种标记或对（共同）指称的推测

变得习俗化；此外还讨论了该过程在交际方面对这些语言意味着什么。

第 4节讨论在那些有句法关系的语言中，为什么句法关系会发生语法

化。第 5节呈现结论。 

 

 
1 本文是澳大利亚语言学会年会的语言变化研究中心语法变化工作坊（2006年 7月 7

日至 9日，昆士兰大学）的主旨发言。我要感谢组织者Mary Laughren、Jennifer Hendriks
和 Rachel Hendery的邀请，同时也要感谢当时对论文发表意见的人。 

2 引用：LaPolla, Randy J. 2006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7-9 July, 2006.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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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流的本质：示意与推测  

所谓人际交流指的是：当一个人的行为被另一个人看到或听到时，

可能会被认为带有交流意图，这时另一个人开始利用推测来确定交际

者打算交流的内容。这种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话者3假定交流者

是一个理性的人，也就是说，行动时心中有目标（参 Grice 1975），因

此该行为必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且值得对话者付出努力来确定这个原

因是什么，或者说确定行为的关联性。4我们将交流者的这种行为称为

示意（ostension，来自拉丁语 ostendere，表示“展示”）或示意行为。

对话者使用的是溯因推测，5即对话者观察到交流者的示意行为后，必

须推测交流者为什么在特定环境中要对特定的人做出特定的示意行

为，并由此推测交流者的交流意图是什么。这种推测会汇集一组假设，

在这些假设中，特定示意行为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的人来说是“有意

义的（makes sense）”；也就是说，对话者必须创造出一种理解环境

（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在该环境中，示意行为的关联性对对话者

来说是明确的。事实上，整个理解过程都涉及推测：将示意行为识别

为交流行为需要推测；将示意行为的形式识别为特定语言中的特定短

语或一组词需要推测；填充所谓“句意”的细节需要推测；确定交流

 
3 本文把 addressee翻译为“对话者”，是作为交流者的对立面使用的——译者注。 
4 交流中使用的认知机制和取得关联性（即获得意义）的欲望并非人类交际所特有。

理解他人交际行为动机的欲望是理解他人一般行为的欲望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灵

长类动物，理解周围人的行为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而这又是理解和搞懂周围世界的更大

欲望的一部分，都是一种生存本能（这也能解释宗教）（比较 Levinson 1995）。 
5 溯因是一种不同于归纳和演绎的推测法：人们观察到某个令人困惑的情况 A；在 B

为真的情况下，A就不会显得那么令人困惑（即会有意义）；因此很可能 B是真的。比
如，当我们在街上看到某人在自言自语时，我们可能会推测他在打电话（即便我们没有看

到电话），这样就可以解释他的怪异行为。这是我们创造大部分假设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

他人行为的方式。可参考 Peirce（1940：Ch. 11）、Givón（1989：Ch. 7）、Levinson
（1995）。 



 3 

者的交流意图（“说话者的意思”）也需要推测。交流不是也不涉及编

码-解码过程；交流必需的过程并非符号交换，而是成功确定交流者做

出特定示意行为的原因（更多讨论参见 LaPolla 2003、2015；关于“关

联性”见 Sperber & Wilson 1996）。意义不在词语中，而是在对话者

的头脑中创造的（比较 Reddy 1979）。6 

交流者为示意行为选择的特定形式也是基于推测，即要推测什么

才是特定情景下表示示意行为的最佳形式，以及哪些假设对对话者来

说是明确的（即是对话者知道或可以知道的）。交流者会选择自己最

省力的形式（Zipf 1949），但同时也要保证对话者可以推测出他的交

流意图是什么。这就是语言的作用所在：语言是一种用来制约构成理

解环境的假设集合的工具。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改编自 LaPolla 2003：

116）： 

(1) 问：你想喝点什么吗？ 

A1：（用手指向某处） 

A2：我有汤。 

A3：不，我有汤。 

A4：不，因为我有汤。 

A5：不，因为我有汤，我不需要任何其他喝的。 

A6：不，我不想喝任何东西。因为我有汤，我现在不需要任何其

他喝的。 

 
6 另一种说法是，重要的不是说话者说了什么，而是对方理解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所理解的可能与所说的背道而驰，比如在讽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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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发生于一对夫妻坐下来吃晚饭时。丈夫问妻子要不要喝

点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采用（1）给出的任何回答。（A1）中

的回答要求丈夫认定她正在回答他的问题，并推测她以那种方式移动

手臂表明她正在指向某物，指向某物是她用来回答问题的示意行为，

他必须猜出她用手指的是什么，并推测出她指的是手前的碗，他还必

须注意到碗里有汤，并推测出碗里的汤与他的问题有关，然后注意到

汤很稀，并推测出是一种可饮用的液体，以及推测出她有意让他推测

出这一切，进而推测出既然她有一碗可饮用的液体，那么她不需要任

何其他喝的。总之，他必须将所有这些假设和推测汇总到一起，才能

使得她用手指东西获得关联性。她当时也可以选择（A2），由于对丈

夫寻找假设以建立示意行为关联性的理解环境的过程做了制约，因此

至少推测过程中的前几个步骤对丈夫来说会更为容易。如果她选择

（A3），那么该过程的另一个部分会变得更为容易，因为他会意识到

其中的否定，尽管他必须推测否定义与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选

择（A4），那么从属连词“因为”会使否定义与其余部分之间的语义

关系更加确定。至于（A5）将再次降低推测过程的难度，因为结论更

加明确，而（A6）的明确性又更进一步。所有这些回答都是可能的，

但妻子事实上选择了（A1）。（A1）对丈夫来说是最难的，但对妻子来

说最为省力，她推测他有能力创造一个理解环境（即把上面提到的所

有假设进行汇集），在这种背景下她的行为将产生意义，从而回答了

丈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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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对交流不是必需的，但是会使交流者和对话者的交流更容易，

就像用铲子挖洞比用手挖洞更容易一样。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工具，就

像社会中的任何其他工具一样，是一种更方便实现某目标的习俗化方

法。但与人们专门创造的许多其他工具不同，它不是专门创造出来的

（语言大部分都不是专门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交流者试图制约对话

者的推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被称为第三类现象（或“无形之手”

现象），属于人为创造但并非有意创造，是一种在实现其他目标过程

中的副产品，好比穿过田野的路径一样，是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从 A

点到 B点的目标，而不知不觉集体创造出来的（参 Keller 1994）。语

言结构随着制约理解环境的特定方式不断重复而得到发展，直到成为

个人层面的习惯和社会层面的习俗。也就是说，某个人创造出了新的

方式，如果它能帮助对话者推测出交流者的意图，那么交流者将会继

续采用该形式，之后其他人注意到它有效也继续采用，直到习俗化，

并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习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语言特征都或

多或少地涉及习俗化。我们视为语言“规则”的东西（如果违反会产

生“不合语法”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完全习俗化的结

构（关于语法从话语中涌现出来的观点，见 Hopper 1987、1988），而

在个人层面上则是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这类结构在语言中变成强制

成分，对对话者的理解过程进行强制制约。 

请注意，在上面的例子中，从（A1）到（A6），意义越来越明确，

推测难度越来越低，这是由于有了更多的语法和词汇成分。语法和词

汇成分在整体性或分析性上有所不同（参 Lehmann 2002），但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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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制约理解环境的创造；在这方面，“概念”（词汇）和“程序”（语

法）信息没有区别（不同于Wilson & Sperber 1993的观点），语境化

提示（Gumperz 1992）和语言的其余部分也没有区别——整个语言都

是一种语境化提示。 

由于语言结构是在交流者尝试制约对话者寻找关联性的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即制约进入理解环境的假设集合），因此每种语言中什

么结构得到发展将取决于说话者认为何种语义域或功能域对制约理

解至关重要。由于每个说话者社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什么结构

将习俗化到要强制制约话语的产生和理解上，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

的。语言差异可以表现在：哪些语义域或功能域受到强制制约（如角

色识别，或动作相对于说话的时间），受到制约的程度如何（如动作

相对说话的时间区分得有多细），以及用于制约理解的特定词汇语法

形式是什么（如用来标记所有关系的形式，可以是名词的所有格修饰

语，也可以是动词的词缀）（参 LaPolla 2003 的例子和讨论）。 

 

2. 句法关系的性质 

上面讨论的习俗化涉及语言的所有方面；词汇和语法成分都是重

复使用的习俗化的结果。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句法关系，它是用来制

约所指识别及所指在事件或情状（states of affairs）中角色的习俗化模

式（参 LaPolla 2006）。7它可能是指称表达在小句中的位置与某种语

 
7 请注意，识别事件或情状中的所指角色对句法关系的概念至关重要。一些语言还存

在其他的对所指识别的习俗化制约类型，如泰语和汉语的类别分类词（sortal classifiers），
但由于这些制约并不对所指的角色的理解进行制约，所以它们不被认为与句法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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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角色的习俗化关联，例如在英语中，在主动及物动词构成的小句中，

如果某个所指的指称位于动词前，那么理解将被制约为该所指是动词

所示动作的施动者；如果某个所指的指称位于动词后，那么理解将被

制约为该所指是动词所示动作的受动者（如 Bob hit Bill（鲍勃打了贝

尔）这个句子，英语习俗化的用法是 Bob（鲍勃）被理解为击人者，

Bill（贝尔）被理解为被击者）。 

句法关系也可能是名词或代词上的标记与特定语义角色之间的

习俗化关联，例如在古英语中，主动及物小句中代词的主格标记将代

词所指制约为动词所示动作的施动者，而代词的宾格标记将代词所指

制约为动作的受动者。代词也可以附加到动词上，从而形成一致或跨

指称系统（参下面的讨论）。 

句法关系也可以是两个小句中的指称表达都指代同一所指的习

俗化假设，例如英语中存在跨小句同指的习俗化假设，即其中一个小

句中表示特定角色的指称表达，与另一个小句中的零形代词所表示的

特定角色，必须理解为具有同指关系（例如 Jim picked up the newspaper 

and threw it（吉姆捡起报纸，扔掉了它），Jim（吉姆）的所指必须与

第二个小句中省略的施动者即扔掉报纸的人是同一个人）。8此外也有

许多其他方法来制约特定的功能域。 

这些习俗化形式或结构都可以限制话语中（显性或隐性）所指角

色的可能理解范围。尽管这些结构传统上都被视为同一种语法范畴，

如“主语”，但它们不可等量齐观，而是制约谁对谁做了什么的理解

 
8 需要注意的是，把 it的所指与 the newspaper的所指识别为相同不是基于句法关系，

而仅仅是推测；语法并没有像对待 Jim和扔报纸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对此进行强制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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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方式。此外语言之间也表现出差异，比如是否对该功能域进行

制约，如果确实制约的话，用哪些特定结构来制约，哪些特定角色会

得到识别，以及用于制约理解的特定机制是什么，这些方面都可能有

所不同。我已经在另一篇论文中（LaPolla 2006；另见 LaPolla & Poa 

2006；Van Valin 1977、1981；Van Valin & LaPolla 1997：Ch. 6；Dryer 

1997；Croft 2001：Ch. 6）9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并且论证了为什么句

法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形成一个单一范畴，也因此不属于任

何跨语言范畴，此处不赘。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句法关系如何发展以

及为何发展。 

 

3. 句法关系如何发展？ 

许多句法理论都认为所有语言都有句法关系，有些还认为所有语

言都表现出相同的句法关系，特别是假定有“主语”范畴（以英语为

模型），但我已经在许多作品中指出（LaPolla 1993、2006；LaPolla & 

Poa 2006；Van Valin & LaPolla 1997：Ch. 6），并非所有语言都表现出

句法关系，即使它们确实对所指角色识别进行了一些制约，也不一定

是类似于英语“主语”的方式。如上所述，词汇语法结构是在以特定

方式制约理解环境的集合的重复使用过程中成为了语言的一部分，因

此在个体发生（ontogenetically）上，我们都是从没有结构开始，当然

也包括没有句法关系。共时层面确实存在一些语言，如 Riau 印尼语

（Gil 1994）和汉语普通话（LaPolla 1993），对所指识别没有句法关系

 
9 还可以参看更新的文献，包括 LaPolla（2009、2017、202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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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习俗化的制约（尽管可能有其他方面的习俗化的制约）。这意味着

词序位置、名词或动词上的标记等与特定语义角色之间不存在习俗化

关联，因此语言结构不会对语篇中提到的所指角色的理解进行强制制

约。对话者仍然可以建立一个理解环境，其中示意行为可以取得关联

性，但是与对该功能域的理解进行强制制约的语言相比，对话者的推

测过程相对不受约束，因此需要更多地依赖“真实世界语义（real-world 

semantics）”的假设来取得关联性。10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会话含义

了（会话含义也会影响理解）。例如，汉语（以及许多其他语言）的话

题和施动者之间存在很强的频率相关性，因此存在一种话题（话语开

头指称表达中的所指）就是施动者的会话含义。它只是一个会话含义，

因为可以被所指的语义或理解环境的需求取消，例如“学生发了成绩”

这个句子，通常被理解为“学生获得了他们的成绩”，而不是“学生给

出了成绩（给其他人）”，因为学生通常会收到成绩，而不是给出成绩。

在句法关系的习俗化中发生的情况是，这种会话含义在话语中出现得

如此频繁，以至变成了习俗化的含义，然后习俗化的程度变得更高，

到某一种程度变成说话者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理解。11 

 
10 一个有趣的附带问题是说话者与对话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所需付出的努力相对不

同。如果语言中对特定功能域的理解的大量强制制约都已习俗化，那么说话者将不得不花

费更多的精力来产生“合乎语法”的示意行为，而对话者将更容易找到具有关联性的理

解；如果语言对特定功能域不做制约，那么说话者可能更容易产生“合乎语法”的话语，

但是对话者将不得不在推测过程中付出更多的精力（同一门语言内部也存在这种说话者和

对话者付出精力的相对不同，如例 1中的不同回答）。我在另一篇论文（LaPolla 2005）中
讨论了这个问题。 

11 即使是会话含义，其默认理解也很强大。例如在英语中，动作按照被谈论的顺序发
生这一会话含义非常强烈，因此一般说话者会说 they got married and had a baby（他们结了
婚，生了孩子），这与 they had a baby and got married（他们生了孩子，结了婚）的意思非
常不同；但是其会话含义可以取消，例如在它们之后添加 but not in that order（但顺序不是
我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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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可以在方位动词“在”演

变为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中看到习俗化的过程（Chao 1968：333）。最

初，对动作正在进行的理解没有制约，尽管当方位表达与动作动词构

成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时，存在一种该动作正在该位置

进行的习俗化含义。随着时间推移，方位表达弱化为方位动词加上非

重读指示代词，随着会话含义的增强，最后方位动词单独即可得出动

作正在进行的强制理解。 

会话含义、习俗含义和得出特定理解的强制标记之间的区别在于，

说话者自由使用或不使用特定形式来制约听话者推测过程的程度不

同，以及该形式强制得出特定理解的程度不同。古英语并没有使用词

序来制约所指角色的识别，而是使用了复杂的格系统。但是，由于施

动者的指称出现于动词前话题位置的频率很高，导致会话含义随着格

标记系统的弱化而得到增强，直到成为现代英语的样子，即词序单独

即可制约对主要所指角色的理解，而原来的主要方式即格标记系统现

已消失，或者成为次要方式（如表现在代词上，但代词的格常常是由

词序来决定的）。 

跨小句同指的习俗化制约也以类似方式发展。最初，跨小句同指

并没有句法制约，因此理解那些名词短语同指完全依赖于基于真实世

界语义的推测（即根据关于世界的常识来得出意义）。例如，在下面

来自缅甸北部的藏缅语日旺语的例子中，三种翻译中的三种同指模式

都可行，哪一种正确，取决于对话者的推测，即推测在说话者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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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话者关于打人和哭泣，以及所涉人物的所知信息后，最可能想要

对话者得到哪种理解。12 

（2）əpʰūŋí ədɯ́sə̀ŋ ədip bɯ́à nɯ̀ ŋɯ́a:ʔmì 

[əpʰūŋ-í ədɯ́-sə̀ŋ ədip bɯ́-à nɯ̀] [Ø ŋɯ́-ap-ì] 

Apung-AGT Adeu-LOC hit PFV-TR.PST PS    cry-TMdys-INTR.PST 

(i) “Apung 击中 Adeu ，（Apung）哭了” 

(ii) “Apung 击中 Adeu ， (Adeu) 哭了” 

(iii) “Apung 击中 Adeu ，（其他人）哭了” 

不过这种类型的话语很少见，更多的情况是只涉及一个施动者，

比如在 John finished eating and left（约翰吃完饭，离开了）中，两个

小句是同一施动者的会话含义（最初只是会话含义）会得到加强，直

到习俗化为唯一可能的理解。比如在英语中，像 John put the rock next 

to the chameleon and turned brown（约翰把石头放在变色龙旁变成了棕

色）这个句子，只能是约翰变成棕色，即使它不符合常理；但在有的

语言中，这种同指模式并未习俗化（如日旺语、汉语、意大利语），因

此更有可能被解读为变色龙变成棕色。 

 
12 本文使用到的缩写：AGT 表示 agentive marker（施事标记），INTR.PAST 表示

intransitive past tense marker（不及物过去时标记），LOC表示 locative marker（方位标记），
PFV表示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完整体标记），PS表示 predicate sequence marker（谓语顺
序标记，标记小句不是说话者的最后一个小句），TMdys表示 time marker（时间标记，标记
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TR.PAST表示 transitive past tense marker（及物过去时标记）。在
日旺语的例子中（例 2），á 表示高调，ā 表示中调，à 表示低调。所有以塞音结尾的音节都
是高调。没有声调标记的开音节不重读。冒号标记的是非基本长元音。例子采用四行标注，

是因为存在会使语素界限模糊的形态语音变化。在下面的昂尕米语的例子中（例 3），ā表示
中平调，â表示低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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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重读代词被重读代词或完整名词短语重复，动词的一致或

跨指称（cross-referencing）得到发展，非重读代词进而附着到动词身

上。我们在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昂尕米-那加语（Angami Naga）中清

楚地看到了这个过程（Giridhar 1980：32、59）：动词前缀（1sg ā-, 2sg 

n̂-, 3sg puô-）很显然来自自由代词（1sg ā, 2sg nō, 3sg puô)，并且可以

与自由代词一起使用，如例（3a），或与名词短语一起使用，如例（3b）

（参 LaPolla 1992a、1994 中来自藏缅语的其他例子）。 

（3）a. nō   n̂-dōvī 

2sg  2sg-clever  

“你很聪明。”  

b. nhîcûnyô puô-dōvī 

boy     3sg-clever 

“（那个）男孩很聪明。” 

名词短语上的关系标记一般来自方位标记，包括离格（ablative）

和向格（allative）：开始时使用方位名词来把某个所指与其所陈述的

情状的关系制约为方位意义，之后通过可预测的路径扩展到可以标记

其他参与者（如施事，更多讨论见下文和 LaPolla 1995、2004）。 

 

4. 句法关系为何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句法关系是从一种在话语中无限重复的形式，逐

步习俗化并成为语言中的强制部分，此时就会强制得到某种特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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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非其他理解。但是，说话者为何会如此频繁地重复一种形式以至

发生上述情况呢？ 

答案在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一种形

式若要经常使用直到习俗化，就必须以说话者认为重要的方式来制约

对话者的理解，因为只有这样说话者才愿意付出额外的精力来制约对

话者的推测过程，使得对话者更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换句话

说，说话者希望确保对话者能够正确推测出交流意图的某个方面（相

对其他方面），因此使用他（或其他人）以前无数次成功使用过的特

定形式并以相同的方式来制约对话者的理解。（我们是习惯和模仿的

生物，虽然有时会创新，但更多的是遵循习惯、模仿他人。） 

在句法关系的情况中，对说话者至关重要的是对话者能够正确推

测出主要参与者的角色。最清楚的例子是名词短语上的关系形态，如

施事、受事和/或反施事。13对参与者角色的标记至少在一开始是标记

语义角色。在我研究过的许多语言中（藏缅语；LaPolla 1992b、1994、

1995a、1995b、2004），都是离格或工具标记扩展为施格标记，用来制

约哪个参与者是施事，这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这开始于可能存在混

淆的语境中（如当话语中提到两个人类所指时），并且在开始阶段是

可有可无的。第一个这样做的说话者希望制约对语义角色的理解，为

此使用了语言中已经存在的形式（如离格标记），因为使用语言中已

有的成分比创造全新的成分更省力。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标记可能变

 
13 反施事标记与受事标记不同，它不是标记某个所指的角色是什么，而是标记不是什

么角色：它标记的是所提及的人类所指（至少包括人类受事、与事，但有时也包括拥有

者）并非施事。可参看 LaPolla（1992b、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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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强制，也可能扩展到其他的施事所指。受事或反施事标记的动因一

样，但是说话者使用这些标记，是为了制约对非施事而不是施事角色

的理解。在一些较古老的系统中，这种类型的标记可以超越简单的语

义标记，因为说话者以新的方式使用语言中已经存在的成分（语义标

记）来制约理解。 

在某些情况下，习俗化的模式可能与说话者是否需要付出额外精

力没什么关系，而只是反映了说话者的话语习惯（而这又反映了说话

者的文化）。例如，在有的文化中，施动者经常成为谈论的话题，并

出现在小句开头（这会影响理解环境的创造），随着时间推移，我们

可能会看到词序制约的习俗化，如英语。这种趋势在一些藏缅语中有

所发展，例如羌语（LaPolla with Huang 2003），但尚未完全习俗化。

比如在一个羌语的及物小句中，有两个无标记的名词短语指代人类所

指，通常第一个会被理解为施事；但是语用仍然比语义更能控制词序，

所以如果其他所指比施事更具话题性，那么指代施事的名词短语不会

出现在开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施事标记常常被用来制约对话者对

相对角色的理解。施事优先是默认和无标记情况，并且可能会通过重

复发展为一种更稳固的强制理解。 

对特定功能域进行制约的动因可能并非源于本土文化，也可能来

自语言接触：有的语言会强制制约对某些功能域的理解，如信息源于

何处，如果一些双语者频繁地使用该语言，就可能养成制约示证意义

的习惯，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也有必要对信息来源的理解进行制约，

他们使用自己语言中的成分来做到这一点，最终该成分就有可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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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强制范畴。交流者尝试以某种方式制约对话者的理解，这种重

复行为最终导致习俗化，但在这种情况下，动因是通过另一种文化的

影响进入说话者的文化的。至于句法关系的例子，似乎一些藏缅语中

动词人称标记的发展与语言接触有关（参 LaPolla 2001）。 

尽管所有的习俗化都来源于文化驱动的重复行为，但并不总能找

到某种动因和语言形式之间的直接联系，特别是如果习俗化发生在遥

远的过去（但请参 Enfield 2002）。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继续使用这些

形式，只是因为它们在那里，并且是语言使用习惯的一部分，尽管动

因已不透明。我们可以在标记的加层（layering）中看到这一点，例如

children 中的-r 复数标记的石化和保存，但大多数现代英语使用者并

不将其视为复数标记。14今天在英语中使用的许多单词的动因对于现

代英语使用者来说都是不透明的，但是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使用，例如

我们把打电话叫作 dial（拨）。在某些情况下，语音改变会使过去透明

的动因变得不透明，例如，汉语普通话中的“乌”可以表示“乌鸦”，

动因很不透明，但我们查看它最初的发音方式（构拟为 *ʔa）时，就

会看到它当时的动因是拟声。就句法而言，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证

据来证明某种特定的词序模式的动因，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

看到它所产生的效果，并且假定这种效果正是动因所在。例如，英语

中具有用词序来标记语气的模式，即不同的语气会在开头（主位）位

 
14 乔治·布什有句很出名的话：“Childrens do learn when standards are high and results 

are measured（当标准很高，结果被衡量时，孩子们确实能学到东西）。”（路透社，2007年
9月 26日）这表明对布什来说，-en复数不足以制约复数的意义。这是一个加层的例子
（Hopper 1991：22）：当有人觉得现有的标记无法对特定语义域的推测形成制约时，就会
发生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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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置不同的元素，15这有可能是由于希望明确制约语气的理解而发

展起来的。 

 

5. 结论 

交流涉及示意和推测，语言的发展是说话者反复尝试以同样方式

制约对话者对说话者交流意图的推测的副产品。句法关系之所以得到

特别的发展，是因为说话者觉得有必要制约对所谈论的情状中参与者

角色的理解。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使用某些形式来做到这一点，因此这

些形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对理解的强制制约，即强制制约

对该结构的理解范围，从而排除过去曾有的其他可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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